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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体胃肠道内生活着大量微生物，它们影响着宿主的健康。益生菌是一种活的微生物，

对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调节免疫功能和促进营养物质的代谢吸收等具有重要作用；对肠道菌群

紊乱、功能性消化不良、肠胃炎、腹泻、便秘、肠绞痛、肠易激综合征、炎症性肠病以及幽门螺

杆菌感染等胃肠道疾病具有良好的应用。本文对益生菌与胃肠道健康的影响作简要概述，为普通

消费者和专业人士了解和使用益生菌及其在日常胃肠道健康方面的作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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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in promoting 
gastrointesti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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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harbors trillions of microorganisms which affect the host 

health. Probiotics, as a group of live microorganisms, play a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gut mucosal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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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regulating immune function, and promoting the metabolism and absorption of nutrients. 

Probiotics have demonstrated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gut microbiome disorders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such as functional dyspepsia, gastroenteritis, diarrhea, constipation, colic,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This article 

briefly overviewed the effects of probiotics on gastrointestinal health, aim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consumers and professionals to understand their role in gastrointestinal health and use probiotics in 

daily health management. 

Keywords: probiotics; Lactobacillus; Bifidobacterium; gastrointestinal tract; gastroenteritis; Helicobacter 
pylori 
 
 

1  益生菌及其作用机制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

以及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对益

生菌给出了定义：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当摄入

足够数量时，对宿主的健康产生益处[1]。 

为了帮助普通民众深入了解其定义，对于

益生菌的定义有 4 个关键点需要注意： 

(1) 益生菌必须是活的微生物，死亡的微生

物、微生物产物和微生物成分不属于益生菌； 

(2) 益生菌的使用要达到一定数量，数量过

低一般不利于发挥健康促进作用，针对不同的

菌株，活菌数量可能不同； 

(3) 要表明菌株，要有证据证明其促进健康

的作用，菌株的健康促进作用具有特异性，不

同菌株作用不同，如针对肠道、口腔、过敏、

肥胖、腹泻或便秘等有不同的疗效； 

(4) 益生菌必须都是安全的。 

摄入益生菌不仅有助于肠道，也会影响其

他器官的健康。益生菌的作用机制包括：通过

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参与营养物质分解和合

成、产生活性物质和影响肠道菌群组成等影响

人体健康 [2]。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益生菌菌

株作用机制可能不同，一个菌株可能只通过其

中一种或多种机制发挥作用。 

以益生菌调节免疫为例，益生菌通过产生

免疫活性物质调节免疫系统。2017 年，有学者

提出了益免疫菌(immunobiotics)的概念，益免疫

菌可有益地调节宿主免疫系统。具体来说，益

免疫菌可预防和缓解感染，调控肠道 TLR3 的

活化，减少局部炎症组织损伤，调节肠道上皮

细胞的免疫转录应答，诱导产生 I 型干扰素和

抗病毒因子，分化调控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

粘附分子。此外，益免疫菌可调控远端粘膜免

疫应答，改善呼吸系统感染预后，增强抗病毒

免疫，防止继发性细菌感染，减轻代谢紊乱严

重程度，参与调控其他系统的炎症和代谢[3]。 

益免疫菌并非是一种菌，并且每种菌的作

用机制不尽相同。2017 年，Miller 等通过荟萃

分析发现，每天食用乳双歧杆菌 HN019 可增强

健康老年人的 NK 细胞和多形核白细胞功能[4]。

2019 年的一项人体研究发现，短期补充益生菌

可增强健康老年人的细胞免疫功能，3–12 d 的

益生菌补充能增加对多形核细胞的吞噬功能和

自然杀伤细胞的肿瘤杀伤活性，增强健康老人

的细胞免疫功能[5]。乳双歧杆菌 BI-04 可以使上

呼吸道感染的病程明显缩短；轮状病毒感染的

婴儿口服含长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可使婴儿

腹泻持续时间显著短于安慰组[6]。Makino 等发

现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 OLL1073R-1 株菌

体外多糖的产生量很高，并且可以促进小鼠脾

脏细胞产生具有很强免疫刺激作用的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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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γ)[7]。在使用该菌株的发酵酸奶饲喂感染

流感的动物时，发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病毒

量减少及患病动物的生存期延长 [8]。在人体临

床试验中，实验组感冒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

同时改善了眼、鼻、喉的症状，NK 细胞的活性

也得到了提高[8–9]。 

伴随着疫情的发展，促进免疫和预防病毒

感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益生菌在这方面也

能起到预防病毒感染的作用，是值得尝试的方

式。因篇幅和研究深入水平的限制，益生菌在

其他方面的机制不再赘述，本文将重点介绍益

生菌在胃肠道健康方面的研究进展(图 1)。 

2  益生菌在胃肠道健康方面的应用 

2020 年，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益生菌分

会发布的《益生菌的科学共识(2020 年版)》显

示，成人和儿童服用益生菌膳食补充剂的主要

原因是调节肠道菌群、维护肠道健康。因此，

针对胃肠道健康关注度高，是大众最关心和熟知

的应用场景。此外，中国属于幽门螺杆菌高感染

地区，改善胃部不适的诉求也很广泛。目前，已

证实的益生菌功能也主要集中在改善人体胃肠

道健康方面[10]。因此，益生菌可以作为肠胃健

康相关的重要膳食补充剂。本文也将围绕益生菌

在胃肠道相关疾病方面的研究进行介绍。 

2.1  胃肠炎症 

益生菌在预防和治疗急性胃肠炎方面具有

较好的应用[11]。布拉氏酵母(布拉迪酵母)、鼠

李糖乳杆菌、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乳双

歧杆菌和罗伊氏乳杆菌等都有大量应用研究， 

 

 
 

图 1  益生菌在促进胃肠道健康方面的应用 
Figure 1  The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in promoting gastrointesti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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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用是减轻炎症期间的急性腹泻症状，缩

短腹泻持续时间[12–13]。 

2020 年，美国胃肠病学协会(AGA)官方建

议在成人和患有溃疡性结肠炎的儿童中，仅在

临床试验中使用益生菌。这是因为临床病例复

杂，不同的研究、在不同人群中的效果存在不

一致现象，用益生菌应对急性胃肠炎的效果存

在争议[14–17]。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少研究支持和推荐在

急性胃肠炎治疗中使用益生菌，尤其是针对儿 

童[18–19]。然而，2018 年的一项研究对 1 800 例

急诊就诊的儿童急性胃肠炎病例的分析表明，

鼠李糖乳杆菌 GG、鼠李糖乳杆菌 R0011、瑞

士乳杆菌 R0052 对急性胃肠炎并无明显临床

改善[20–21]。此外，另一项纳入了 4 000 名儿童

的研究显示，益生菌针对急性胃肠炎临床应用

功效较低[22]。 

造成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由于面向的人群不同，年龄不同，使用的

菌株不同导致的。需要消费者选择益生菌时关注

具体的菌株号和菌株的核心作用。 

2.2  腹泻 
腹泻是常见的胃肠道不适。腹泻的发生有

多种因素，腹泻本身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在炎症、感染以及精神异常时会引起腹泻，而

滥用抗生素则会引发抗生素相关腹泻(AAD)，

经常出差，则容易引起旅行者相关腹泻。 

用于干预腹泻的菌种有乳酸杆菌、双歧杆

菌、肠球菌和链球菌等。有研究发现，嗜酸乳

杆菌结合干酪乳酸菌可以显著降低婴幼儿持续

性腹泻的时程及呕吐症状[23]。对于 AAD，乳酸

杆菌、双歧杆菌、酿酒酵母、肠球菌及链球菌

属的菌株可用于预防和治疗不同类型的腹泻，

如儿童、成人以及卧床患者 [24–26]。由于 AAD

的发生和抗生素使用密切相关，因此，在抗生

素治疗过程中，给患者同时使用益生菌可改善

AAD 的腹泻状况[27–29]。此外，对于其他类型的

腹泻，预防性服用乳酸杆菌胶囊可以减少旅行

者腹泻的发生次数[30]。 

益生菌的应用包括对抗感染引发的腹泻。

艰难梭菌是一种定殖于肠道的条件致病菌，可

引发结肠炎或腹泻，甚至导致死亡[31]。艰难梭

菌感染后可以引发艰难梭菌相关腹泻(CDAD)。

研究发现，益生菌在 CDAD 预防中具有中等程

度疗效。口服益生菌可以预防艰难梭菌感染和

减轻腹泻相关并发症，结合抗生素使用效果更 

好 [32–33]。除了常用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外，

鲍氏酵母菌应对艰难梭菌感染和相关腹泻也

有效 [34]。  

对于亚太地区的成年人，有研究对抗生素

相关腹泻，推荐将布拉氏酵母菌或鼠李糖乳杆

菌 GG 与抗生素联合使用[35]。然而，需要注意

的是，益生菌对腹泻的作用效果并不一致，有

些菌种的益生效应只在儿童病例中显著，对成

人病患则收效甚微[36–37]。在艰难梭菌感染高风

险人群中甚至出现益生菌的应用和安慰剂的效

果并无差别的现象[17]。 

腹泻的类型多样，因此，在选择益生菌时

需要根据腹泻的原因选择针对性的益生菌，有

时，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年龄选择不同的菌株。 

2.3  便秘 
便秘是一个全球常见问题。2020 年的一项

研究显示，欧美国家成年人功能性便秘的患病

率为 7.9%–8.6%，女性的患病率更高，患者生

活质量显著降低[38–39]。 

有研究统计了功能性便秘的全球患病率，

根据 Rome I 标准，便秘的全球总体患病率为

15.3%；根据 Rome IV 标准，患病率为 10.1%。

无论采用哪种标准，女性的功能性便秘患病率

均高于男性。从全球来看，患病率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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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韩国、土耳其、荷兰及加纳，而患病率

最低的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及洪

都拉斯[40]。 

便秘的发生与肠道蠕动变慢、免疫和神经

系统功能紊乱、胆汁酸代谢和粘液分泌异常、

肠道菌群和结肠发酵的异常等因素密切相关。

上述因素的失衡或紊乱都可能引发便秘。越来

越多的动物和人体实验显示，益生菌可以改善

便秘。功能性便秘的成年人粪便中双歧杆菌和

乳酸杆菌丰度显著降低，通过补充特定的益生

菌，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调节肠道内分泌和调

节肠道酸碱度，从而改善便秘[41]。 

针对便秘的益生菌疗法越来越被接受。乳

双歧杆菌 HN019 与缩短结肠运输时间相关；含

乳双歧杆菌的发酵牛奶结合嗜热链球菌及保加

利亚乳杆菌可显著改善成年女性排便情况和粪

便硬度，从而减轻其便秘症状[42]。此外，一项

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显示，健康个体摄入乳双歧

杆菌 BB-12 后，排便频率增加、肠道舒适性提

高[43]。需要注意的是，益生菌改善便秘时，一

般会配合适当的膳食纤维和益生元。 

便秘的发生原因比较多，有肠道器质性改

变造成的，也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因

此，益生菌的作用会有差异，选择益生菌改善

便秘时也需要一定的耐心。 

2.4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是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肠道菌群改变、

多样性不足、且多为致病菌是患者的主要特征，

比如，经常在患者第一次胎粪样品中检出产气

荚膜梭菌[44]。研究发现，补充益生菌似乎能够

大幅减少 NEC 的风险[45]。 

早产儿易发生 NEC，而 NEC 发病可使早

产儿死亡率大幅增加[46]。给早产儿服用益生菌

相对安全有效，某些双歧杆菌或可降低早产儿

NEC 的发病风险[47]。一些乳酸杆菌结合双歧杆

菌的配方可减少重度 NEC 的发生，但对相关的

院内感染败血症无效[46]。 

2018 年，Kane 等发现，在 25 个临床研究

中有 3 种益生菌给药对降低临床 NEC 病死率真

实有效，包含两歧双歧杆菌结合嗜酸乳杆菌的

配方，以及婴儿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干酪

乳杆菌、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和嗜热链

球菌的配方[47]。其余的研究结果并不理想，此

外，一项回溯性研究显示，对于出生体重极低

的婴儿，鼠李糖乳杆菌 GG 的应用反而可能增

加 NEC 的发生风险[48]。 

对于<32 周的早产儿，如果体重<1.5 kg 使

用含有双歧杆菌及乳酸杆菌的益生菌后，NEC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大幅下降。在使用益生菌

的病房中，疑似或确诊 NEC 的发病率从之前的

15%下降到了 10%，而死亡比例则由 20%降至

13%，在未使用益生菌的病房，NEC 发病率反

而略有上升[49]。 

由此可见，对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

婴儿肠绞痛等，益生菌有较好的疗效。在预防

这类疾病的发生时，由于菌株特异性、剂量等

变量以及实验设计不够完善等因素，在使用益

生菌时需要考虑菌株的独特性和产品的功能特

异性[50]。 

2.5  婴儿肠绞痛 
婴儿肠绞痛在临床上很常见，可影响多达

20%的婴儿，主要表现为哭泣过度且频繁，然

而，这种病的发病机制不明，可能与神经发育、

多种胃肠道问题、肠道菌群、喂养模式、心理

和社会等多种因素有关[50]。最近的研究表明，

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是导致肠绞痛的机制之一。

肠道菌群发酵食物产气后使肠道扩张，革兰氏

阴性菌、脂多糖(LPS)和肠道通透性的增加等因

素，会促进肠道出现低度的炎症，进而经过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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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轴影响神经功能[51]。 

益生菌在预防和治疗肠绞痛方面备受关

注。Sung 等通过荟萃分析发现，与安慰剂相比，

补充益生菌和 /或合生制剂可以显著降低肠绞

痛婴儿的哭闹和疼痛率；然而，有少量研究发

现，益生菌对肠绞痛相关的烦躁不安的发生率

和频率影响不明显[52]。 

在预防和治疗肠绞痛方面使用的菌株主要

是罗伊氏乳杆菌，特别是菌株 DSM 17938 在这

方面研究较多。2018 年，Indrio 等发表的一项

荟萃分析调查了 345 个肠绞痛婴儿病例，发现

罗伊氏乳杆菌 DSM 17398 在治疗母乳喂养婴儿

的肠绞痛中显著有效，可以减少平均哭闹时长

和频率，但对配方奶喂养婴儿效果一般[53]。 

通过益生菌也可以预防婴儿肠绞痛，在

婴 儿出生后 3–90 d 内服用罗伊氏乳杆菌

DSM17398，可减少其哭泣时间、去急诊的次数

和其他药物的施用[54]。乳双歧杆菌 BB-12 也可

以在使用 14 d 后，使婴儿每日平均哭泣时间减少

50%以上，明显高于安慰剂组，哭泣频率和排便

频率改善效果更强，且停止治疗后无复发[55]。 

因此，通过益生菌预防婴儿肠绞痛是值得

推荐的方式。 

2.6  肠易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IBS)患病率约为 5%–10%，

是一种慢性功能性胃肠病，通常表现为腹痛、

腹胀和排便习惯改变等[56]。IBS 的病因至今不

明，通过临床检测也无器质性病变。IBS 的发

生可源于肠脑沟通紊乱，导致胃肠运动障碍、

内脏高敏和大脑变化，遗传、菌群失调、粘膜

和免疫功能紊乱等也是潜在因素，心理共病患

者和年轻成年女性具有更高的 IBS 风险[11]。 

益生菌在 IBS 方面的应用研究有限。一项

针对女性 IBS 患者的临床研究发现，一株长双

歧杆菌婴儿亚种可明显减轻腹痛、腹胀和排便

不畅等症状[57]。2018 年，McKenzie 等发表的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特定的益生菌菌株或联合

应用，如酿酒酵母、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或者

上述几种菌的组合，对 IBS 和腹痛症状有明显

改善[58]。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益生菌菌

株对 IBS 治疗有效性的证据等级有限[59]。 

虽然，有些研究显示益生菌可以治疗 IBS，

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在实验设计、结果和使用

的益生菌菌株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

美国胃肠病学协会没有建议在患有肠易激综合

征的儿童和成人中使用益生菌，而是只建议给

有症状的儿童和成人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临

床试验的背景下使用益生菌[14]。 

2.7  炎症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特发性肠道炎症

性疾病，常发生于免疫系统对正常存在于肠道

的菌群产生过激的免疫响应后，激起一连串的

破坏和摧毁肠壁的炎症事件。IBD 在北美、西

欧、北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为常见。近年

来，亚洲和南美洲部分地区的发病率也迅速上

升，大多数 IBD 病例可分为溃疡性结肠炎(UC)

或克罗恩病(CD)，临床表现为腹泻、腹痛，甚

至有血便。大量研究表明，遗传、卫生、心理

健康、饮食和吸烟等都可能是激发 IBD 的原因，

IBD 与肠道菌群失调也密切相关[60]。 

临床研究发现，使用特定的益生菌可以

调理 IBD 患者的肠道菌群，缓解相关症状。

2019 年的一项研究对 200 例 IBD 患者进行至少

36 个月的状态跟踪，结果发现，服用益生菌时

间占 25%–74%的 CD 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降低

64%；而服用益生菌时间≥75%的 UC 和 CD 患

者，不良事件分别降低 100%和 93%，并且还可

以降低患者的类固醇用药、住院及手术等不良

事件的发生率，表明益生菌使用频率越高效果

越好[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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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Malfertheiner 等发表的一项荟萃

分析显示，补充特定益生菌菌株可以缓解 UC

症状，显著降低活动性患者的 UC 疾病活动指

数(UCDAI)，而含有双歧杆菌的益生菌可显著

缓解活动性 UC 患者的疾病症状，部分研究发

现特定益生菌菌株对患者无显著缓解效果。具

体到特定菌株，有研究发现，益生菌大肠杆菌

Nissle1917 与标准药物美沙拉嗪有相似的疗效，

可以缓解溃疡性结肠炎症状。多菌株益生菌

VSL#3 能降低 IBD 切除术后发生贮袋炎的风

险，并能有效维持慢性贮袋炎的缓解。然而，

鼠李糖乳杆菌 GG 对于预防克罗恩病切除术后

的复发没有明显作用[62]。 

因此，基于已有证据表明益生菌在预防和

治疗 IBD 方面有作用，对不同的菌株仍需要进

一步研究。 

2.8  幽门螺杆菌感染 

在 30 多年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证实了幽

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是引起胃炎

和胃癌的关键致病菌，改变了人们对胃及十二

指肠疾病病理的认知。人们逐步认识到，胃部

的许多疾病，如胃溃疡和胃粘膜相关淋巴组织

淋巴瘤等都可以通过清除 HP 达到治愈，其他

疾病，如胃炎和胃癌等可以通过清除 HP 进行

预防[63]。 

虽然，最初发现 HP 主要危害胃部健康，

可能导致胃炎和胃癌。但近年研究发现，HP

也能诱发胃部之外的疾病，如心血管、代谢、

神经退行性、肝胆、胰腺和结直肠等疾病[63]。 

在中国、韩国及日本，胃癌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至今依然很高。具体原因除了盐分摄入过

多、蔬菜和水果摄取不足等饮食因素外，HP 感

染被认为是原因之一。作为预防胃癌的一种方

法，清除 HP 被证明是有效的，抗生素结合抑

制胃酸分泌的四联或三联治疗药物是最常采用

的方式。但是，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和长期使用，

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甲硝哒唑、左氧氟沙

星的初级及次级耐药率在除美洲、东南亚、欧

洲之外的大多数区域均在 15%以上[64]。随着耐

抗生素的 HP 菌株不断增加，同时，抗生素的

副作用问题也日益突出，通过益生菌来抑制或

清除 HP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益生菌可能通过保护粘膜及胃肠道屏障稳

定性、与致病菌竞争、抗炎症反应、降解潜在的

致癌物质、对胃粘膜处细胞增殖及多胺代谢产生

影响等机制防止肿瘤性转化的发生。2001 年，

日本开发的含有加氏乳杆菌 OLL2716 的 LG21

酸奶可以减少 HP 感染者的 HP 细胞数量，每天

摄取 2 杯酸奶共计 8 周，尿素呼气试验显示胃

内 HP 减少，内窥镜显示胃粘膜的 HP 数量也减

少了，并且胃粘膜炎症得到改善[65]。该菌株还

可以促进胃黏膜中前列腺素 E2 的生成，减少胃

粘膜皱襞长度，抑制胃窦溃疡的形成[66]。相较

于抗生素的单独标准疗法，联用 LG21 酸奶的

疗法会更有效[67]。2017 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

标准治疗方案附加两种包含鲍氏酵母菌益生菌

的方案相比于单独标准疗法更有效[68]。 

2019 年，Shi 等针对益生菌干预幽门螺杆

菌的临床研究荟萃分析发现，18 岁以上患者使

用益生菌和抗生素联用的治疗方法，可以显著

提高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降低副作用，其中，

铋四联疗法和益生菌联用效果最好[69]。 

益生菌对胃部不适感有明显改善。2017 年

的一项研究发现，116 名慢性胃部不适受试者

12 周内每天摄取含有加氏乳杆菌株 OLL2716

的酸奶后，餐后胃胀、早期饱胀感、胸闷烧灼感

及胸闷疼痛全部消失的比例达到 35.2%，而不含

益生菌的普通酸奶摄取组比例为 1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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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儿童来说，益生菌联合抗生素也可显

著增加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Feng 等分析汇总

了益生菌对 HP 的干预临床研究发现，益生菌

联合三联疗法可显著增加儿童幽门螺杆菌的根

除率，降低总副作用。在研究的多个菌株中，

干酪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等联

合三联疗法可以增加幽门螺杆菌的清除率，降

低总副作用。此外，不同的复方益生菌分别对

减少腹泻、食物减退、便秘、味觉障碍、胀气

和恶心或呕吐等副作用效果最佳[70]。 

基于益生菌的良好作用，益生菌已经被建

议用于儿科三联疗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益生菌的疗效与特定的菌株有关。 

3  问题与展望 

肠道菌群在胃肠道健康和疾病中起着重要

作用，益生菌作为一种具有治疗和干预作用的

活性微生物，在促进胃肠道健康方面是一种很

有前途的方式。目前的证据表明，使用某些益

生菌菌株或益生菌菌株组合可以治疗儿童和成

人出现的多种胃肠道疾病，某些菌株还可以发

挥预防疾病的作用。然而，由于一些临床研究

的证据质量不高，采用的菌株异质性大，导致

针对不同的疾病有效的菌株不同，有时还会得

出相反或无效的结论。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疾病

或免疫抑制的患者，在未能明确所选择菌株的

安全和有效性之前，慎重选择益生菌，挑选合

适的菌株。此外，市场上的益生菌产品存在大

量的不合规现象，普通消费者更需要科学合理

地认知益生菌[71]。 

虽然，益生菌在胃肠道健康方面存在较多

不一致现象，但是对于一些没有专用药物，发

病机制不明的疾病，益生菌不失为一个可以考

虑的选择。从现有研究来看，益生菌对胃肠道

健康是非常有前途和重要的研究领域。未来，

迫切需要进行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和在菌株水

平上的荟萃分析，同时在机制上加强基础研

究，可以为消费者更好地选择和使用益生菌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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